
身、心之间: 儒家传统

与曾国藩早期的修身实践

凌 鹏

内容提要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理学修身，往往被认为奠定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础。但本文通

过对曾国藩手书日记的仔细分析，发现这一时期修身日课的最大特征在于对“心”的无限苛责，结果导致曾国

藩在心理与身体上的极大压力并引发重病。病后，曾国藩改换了修身方式，才进入了学术与事功的新状态。
同时，这一修身方式变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曾国藩个人，更开启了中国儒学传统在近代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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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由于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于他的

评价与研究，从其生前便已经开始，并且从 19 世纪一直延

续至今。在汉语学界，几乎每年都有与曾国藩相关的专

业或者非专业的书籍出版。对于曾国藩的研究状况，综

合地看，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首先，一直以来的研究，

都重在咸丰二年曾国藩奉旨兴办团练之后的生涯，而较

少触及他此前京官时期的生涯。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

大夫之学》①一文中曾就曾国藩刚入北京时期的经历有

过简略论述，指出他中进士后才真正进入学问世界。张

宏杰著《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书，则是一个突破性的研究，

利用《湘乡曾氏文献》中的账以及曾国藩日记中的数据，

将曾国藩在京官时期的收支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不

过，这一分析太过偏重于经济方面，而缺少对曾国藩早期

心态与思想的分析。
其次，在对于曾国藩早期思想的论述中，众多研究者

所强调的几乎都是相同的一点。即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

之后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从此踏上了理学修身

之路，为今后成为圣贤( 或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 打下了基

础。但是，对于曾国藩是如何踏上理学修身之路，修身对他

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最后坚持的理学之路与他最初

接触的是否完全相同，却未见有研究者进行过细致的探讨。

再次，对于曾国藩的思想与文化方面的研究，特别关

注他在中期所形成的义理、考据、文学、经济这四方面学

问的分类法，以及“礼学经世”的哲学思想，或者是他的古

文，以及诗学方面的成熟主张，如钱穆的研究便分为“风

俗论”“礼论”“文章论”等方面，而缺少对于曾国藩是如何

形成这一思想的生活史和心态史的研究。其实，思想与

主张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学术思想的纯逻辑发展，而是在

当事人具体的生活与心态之中形成的。
最后，一直以来对于曾国藩的研究，都重在曾国藩对于

其后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例如曾国藩的湘军与太

平天国之间的军事斗争史，湘军军制对此后的影响，曾国藩

及其幕府集团对此后政治的影响，曾国藩与洋务运动之间

的关系等。但是，只有不多的研究将曾国藩本身放在由近

世而来的儒学传统中进行探讨，例如钱穆将其放在清代的

学术史中讨论，杨念群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中特别

将曾国藩放在湖湘儒学中②。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特别

关注到修身行为对于曾国藩个人的具体影响。而曾国藩学

术与事功的开端，恰恰是从修身实践开始的。
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利用现存的《曾国藩日记》《曾国藩诗文集》《曾国藩家

书》等文献，探讨从道光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四年之间曾

国藩的一个具体的心态史变迁。通过对这一心态史变迁

的研究，可以一方面探讨是否如先行研究所理解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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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学习倭仁进行了修身日课，便确

定了他今后的理学之路? 同时，还可以曾国藩为例，来探

讨理学的修身法是如何具体地在日常生活中给士大夫造

成影响的。这一部分，可谓是史实层面上的心态史研究。

而在结论部分，则是将曾国藩的这一修身实践，放置到

近世以后理学修身方法的演变过程之中进行考虑。通过探究

曾国藩所接受的唐鉴、倭仁的不同影响，探究朱子学的修身、阳
明学修身、以及明末清初的修身方法之间的差异与演变。

日记与家书中的曾国藩心态史

( 一) 道光二十二年之前

首先简单地叙述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之前的经

历。道光十四年( 时年二十四岁) ，曾国藩中甲午湖南科

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道光十八年( 时年二十八岁) ，在

二次入京参加会试时，曾国藩中戊戌科会试第三十八名

贡士，覆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进士出身。朝考

拟一等第三名，由道光皇帝亲拔为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

士。同年八月请假回乡。

道光十九年( 时年二十九岁) ，曾国藩在乡广泛拜会各

方亲族以及地方士绅、官员，扩展在乡的人际关系，并四处

募集入京费用，同时还主动插手地方的诉讼等事务。该年，

他的足迹遍布湖南各地，③于十一月初二日正式北上。

自入都之后，曾国藩重在修习诗赋。不过，正如前人

指出，此时修习的目的尚不出普通词臣所想。④

不过，自道光二十一年( 时年三十一岁) ，曾国藩开始

频繁接触理学之士。

据《曾文正公年谱》，曾国藩在该年首次接触到唐鉴

之后，似乎便醉心于理学。然而，细读日记，则发现事实

稍有不同。其实在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唐鉴便曾

亲自来见过曾国藩。不过，这第一次会面并未给曾国藩

留下大的印象，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甚至连唐鉴的字

( “镜海”而非“竟海”) 都写错了。不过，在随后的道光二

十一年，曾国藩与唐鉴之间的来往不少。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曾国藩正逐渐受到唐鉴与其他

友人理学的影响。余英时指出曾国藩买《朱子全书》，便

是在邵懿辰的影响下所买。⑤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一年七

月十一日买《朱子全书》。在随后的十二、十三日日记中，

都记有阅读朱子全书的记载。而到七月十四日则记载他

到唐鉴处请教检身之要与读书之法:

“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

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

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

曰考核、曰文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

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 答曰: 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

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

南倭艮峰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

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

检者皆记出。”

这是曾国藩日记中第一次详细记载唐鉴的教导。其

中，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

首先，唐鉴所理解的学问分为三类: 义理、考核、文章。

而经济之学是在义理之内，并未单列。其次，对唐鉴的区

分，曾国藩明显并不满意。因此，他继续追问经济之学应

该如何致力。而唐鉴给他的建议则是“不外看史”。在唐

鉴这里，经济之学是万代相同的义理，并不需要特意地研

究当代。在此，他甚至完全没有提及由同乡贺长龄等编

撰出版的《经世文编》。最后，唐鉴特别指出要向倭仁学

习修身功夫。在此，似乎可以看出他试图扭转曾国藩对

于“经济”问题的关心。

这一日的日记，往往被先行研究当做是曾国藩正式

进入理学修习的开端。但是若从其后的记载来看，曾国

藩明显对唐鉴的教导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而且，曾国

藩正式向倭仁学习修身方法，更是在一年之后。

从日记中可见，在十四日听到唐鉴的教导后，曾国藩

并没有立刻按照教导进行理学修身。相反，在十五、十六

日忙完了朋友葬礼后，十七日，他开始阅读经世派的《陶

文毅公全集》。随后的十九日，又开始阅读《洪稚存集》。

直至二十一日，才重新开始阅读《朱子全书》。

这一点恰恰揭示了曾国藩有自己的坚持，即理学与

经世并行。⑥可以认为，在道光二十二年之前，曾国藩一

方面确实接受了其身边朋友以及唐鉴的影响，开始学习

理学。但另一方面，他仍在不断探索经济之学的可能性，

并没有立刻便全身心地投入理学修身之中。这一情况，

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的十月。
( 二) 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的修身日课

遗憾的是，道光二十二年正月至九月间的日记没有

存留下来。但是，从家书中能够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内曾

国藩主要的生活，是在日常的课业之外教育九弟曾国荃。
同时还与唐鉴、吴竹如等师友继续接触，逐渐倾向于全面

接受理学修身的教导。

为何在这一段时间内，曾国藩会逐渐从理学与经世

并行而转向专修理学呢? 在此，只能联系此一期间的历

史背景进行推测。道光二十一年，最重大的事件自然是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从家书中来看，曾国藩对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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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是极为关注的。不过他一直认为该事件很快能解

决，甚至到了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还在期盼“我军

全胜”。⑦然而在二月廿四日的家书中，写道:

“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
巨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

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
其中已经显露出了忧惧之感，同时探寻无法获胜的

原因，认为是由于有“丧尽天良”之汉奸的存在。其后，道

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与六月初十日的家书中都写到

战况。⑧而九月十七日家书中写道:

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

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
其中对于战况之反省是在于“将不知兵，兵不用命”

两句。可见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他的冲击，不是在于枪炮

等方面，而更多的是对“丧尽天良”的汉奸，以及“将不知

兵，兵不用命”的人心反省。即是说，曾国藩所感受到的，

不是技术上的落后，也不是“经世”策略缺乏，而是当时人

之道德品性的衰败。
在紧接着其后的家书中，曾国藩谈到了学习理学之重

要性。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的家书之中，他提道:

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

身心国家大道理。……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

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以是急思搬进

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
可以认为，正是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以及

受到吴竹如等师友的影响，曾国藩开始逐渐转变此前的

想法，决定要对自己“猛火煮”，因此向倭仁学习每日立日

课反省。从该年十月初一开始，曾国藩的日记中便发生

了极大变化。

左: 道光二十一年最后的日记 右: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记

从手书日记中可以发现，道光二十一年的日记是以

行书写成，而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日记，便转为极工

整的楷书。这一点，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也有明确言及。如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家书中写道: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

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
在字体上的这个重大变化，表明曾国藩的日记不再

是平常日记，而是成为一种日课，即通过记日记来反省自

身的一念一事。若对比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日记与此前

的日记，还能够发现其他几个重要的差别。
例如在曾国藩十月之后的日记中，一个重要的变化

便是在日课册上出现了师友的评语。例如，道光二十二

年十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戏作自寿诗，限三讲全韵。以己之能病人，浅露

极矣! ( 天头: 寿字易，警、勉等字如何? 艮峰) ……。
天头一句便是倭仁在阅读了曾国藩日课册之后所下

的批语，指斥他在此处没有“警”“勉”之心。又如道光二

十二年十月廿日的日记中有: “一早清明之气，乃以之汩

溺于诗句之小技，至日间仍尓昏昧。( 天头: 文辞溺心最

害事。朱子云平淡自摄，岂不较胜思量诗句耶。艮峰)

……”在这一批语中，倭仁则批评曾国藩未能放下诗句之

小技，不能专心修身。
此外，倭仁在日课册上的评论还可见到多处。

左: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右: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日

同时，曾国藩还有与朋友之间互相交换日课册的行

为。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朔日日记中有:“便走岱云

处，观渠日课册，因论二人之不如艮峰先生之密。”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二十二年十月之后，曾国藩定期

将日课交给倭仁评点，而倭仁也以指导者的口吻在其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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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记下了各种批语。可以认为，修身日课的一大特点便是

需要将自己的全盘生活与心思都公开给师友，以获得他人

之批评。所以在日记册的天头，往往会有其他人所写的批

语。这是修身日课与平常日记间的一个重大差别。

行书变楷书，以及天头有批语，这两点都是在日记形

式上最显著的变化。而若是细读日记，我们则更能够体

会到一个重大的态度变化。

在此前的日记之中，曾国藩一般都是简单地记述自己

一日之内的各种活动，以及偶尔还记录一下当日所发生的

军政大事。然而，在学习倭仁的日课册之后，曾国藩的日记

内容便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即近乎全是自省与自我责备

的话语。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的日记:

“早，读《明夷挂》，无所得。饭后，办公礼送海秋

家，繁琐。出门谢寿数处，至海秋家赴饮。渠女子是

日纳采。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

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

寐，何以卑鄙若此! 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

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 与人言语不由中，讲到学

问，总有自文浅陋之意，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
归，查数，久不写账，遂茫不清晰，每查一次，劳神旷

工。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

矣! 况且进德修业之事乎? 是日席间，海秋言人处

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此余所不能也。记本日事。”

在这一天的日记之中，曾国藩所记录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对自己的反省和自责。

如此看来，曾国藩的一日之中，简直没有一件舒心之

事。所有的事情都引向反省，然后据以自责。以至于连

“查数”这一经济事务，都会联想到“进德修业”的道德修

养。在《年谱》道光二十二年中也言: “其为日记力求改

过，多痛自刻责之言。每日必有记录，是为日课。”

在每日反省的日记之中，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不能仅

仅停留在对于某一具体行为的反省上，而是更要深入心

念之中，进行批判。这一点在十月初一日的日记中有明

确记载:

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

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刘念台先生曰:

“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查，则心放而难

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之乱之几相通。

在此，倭仁特别强调“研几”，而他对于“研几”的理

解，则承袭自刘宗周的心学传统，即将其理解为探究自己

心念中的隐微之处，发掘自己内心之中的不善念头，并对

此加以反省和自责。这样一个重要的特征，贯穿了曾国

藩修身日课的整个阶段，构成根本的底色。例如十月初

二日的日记中有: “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

物育的地方好。昏浊如此，何日能彻底变换也。”

又如十月廿日的日记有: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

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 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

也。何时能拔出此根 。

理想的状态是“心正气顺”，而现实的自己则是“名心

之症结于隐微”。因此根本点不在于探求行为合适与否，

而是要对深藏于自己心内各种隐微处的好利之心、好色

之心、好名之心等痛加自责。每一个反省，最后都是追到

“心”上去。而一旦追到心之隐微处，便没有其他的出路，

而只能对自己“痛自刻责”。这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

之后修身日课的一个根本特征。不过在这一特征之外，还

需要再看一些具体的例子。例如曾国藩对诗文之态度。

在前文所引用过的唐鉴以及倭仁的话语中，都曾提

到诗文只是小技，不必用功。此即是理学中反对“玩物丧

志”之说。然而，曾国藩自幼便喜爱诗文，而且长于此道，

因此总是无法消除对诗文的爱好之心，以及名誉之心。

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日记中，经常便出现了因诗

文而产生的自省与自责。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中反省自己作诗的名心。

果能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

可静心养气。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

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

此类记载甚多，到了后来，连读《太白集》都要自责自

己“重外轻内”。“(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 初八日，新买缪

刻《太白集》，翻阅高吟数章，甚畅。即此可见重外轻内

矣。”此一例特别有趣，前一句刚刚是阅读的舒畅感，而后

一句立刻变为痛自责备。

另一个突出的方面则是对于下棋的态度。曾国藩长

期以来都极喜爱下棋。然而在理学的修身要求中，下棋

较之诗文更属于“玩物丧志”。因此，曾国藩在道光二十

二年十月之后的日课之中，对自己的下棋喜好进行深刻

自责。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用“全无心肝”

来自责。
与子敬围棋一局。前日服树堂之规而戒之，今

而背之，且由我倡议，全无心肝矣。

又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以“何以为人”自责。

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

在这些日记中，曾国藩以“全无心肝”“何以为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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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词语来痛责自己爱好围棋之心。而这些在此前的

日记中都是从未见的。
而在以上这两个方面之外，曾国藩在日课中的反省

可谓是触及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例如有自责自己起床

太晚，有自责自己的夫妻生活，甚至还有自责自己说话太

多。
简单来说，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日课

中，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对

自身展开反省与自责，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两个方面。
其次，自省不仅仅停留在行动上，而是要更加深入到所谓

的“心”之中。即使是某一个方面的具体行为，也会最终

反省到作为整体的心之缺点。再次，在日课册之中，完全

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对自己的鼓励或者赞赏，一切日课指

向的都是自己行为中的不足，并且这些不足最终都指向

对于自己的否定。
那么，在这样一个极端严酷的自我反省过程中，曾国

藩的身体与心态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 三) 曾国藩的身体与心态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是曾国藩正式开始学习

倭仁进行“修身日课”的第一天。从十月至十一月的日记

中，绝大部分日子都记录“早起”，偶尔晏起，都痛自切责，

同时日记中也未见身体的特别异样。
但是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开始，在日记中便逐渐出

现了对于身体不适的记载。例如在十二月初七日日记中记

载:“归，读史十页。寝不寐，有游思，殆夜气不足以存矣。
何以遂至于是! 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危矣哉!”

这一日，便记载晚上失眠了。不过曾国藩却又将这

一点作为自己的不足而进行自责，指责自己没有存足夜

气。十二月十八日日记中记载:“夜，觉心火上炎，不静故

也。神颇困，读史十叶，全不入。”此处所谓的心火，即是

指莫名而生的内心焦躁等情绪。心火，常常是因思虑以

及精神上的压力等所致，这是心学中的重要概念，例如王

汎森先生便曾写过《明代心学家的社会角色———以颜钧

的“急救心火”为例》一文。
到十二月廿六日，则记载心已经到了“摇摇如悬旌，

又皇皇如有所失”的状态，以至于连夜不能寐。到了道光

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日记中记载:“早起，吐血数口。不

能静养，遂以斫丧父母之遗体，一至于此，再不保养，是将

限入大不孝矣!”
可见，此时身体已经弱到了早起吐血的程度。同时，

这一体弱，又再度变成“限入大不孝”的精神压力。
对于这一身心状态，曾国藩自己在二月初一的日记

中也有反省。
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此不能居

敬者之不能养大体也。
在此，曾国藩描述自己的病情，同时，将病情又进一

步转变为自责，责备自己未能居敬，因此不能养身，亦不

能养心。不过，从道光二十三年的二月十六日开始，曾国

藩每日前往湖广会馆，读杜诗一卷，以此为养静之法。不

过到了三月初一，曾国藩又开始了严格的修身日课计划。
随后在二、三、四、五这数日的日记中，又再次见到极为严

厉的自责，同时伴随的则是重新出现的“眼蒙”记录。
不过，三月初六日，突然闻本月初十日大考。此后的

数日，曾国藩都在紧张地准备。十三日出名次，名列二等

第一。十四日引见，以翰林院侍讲升用。此后的数日日

记，则是各种谢恩、拜客、处理杂事等。间或到湖广会馆读

杜诗，偶尔见一两句自省和自责之言。而到了六月份，日

记中主要记载有两件大事情，其一，曾国藩的好友陈源衮

( 即岱云) 病重。他极为关切，每日都前往看望照顾，还为

其抄写《心经》，设坛拜斗。其二，则是钦命为四川正考

官。因此在六月时还要忙于准备远赴四川。在关照朋友，

以及准备前往四川的情况下，曾国藩完全没有闲暇来进

行每日自责。不过，日记中还是经常能见到对身体不适

的描述。
( 四) 修身日课期的结束

曾国藩的日记于六月廿一日结束。其后出现的，便

是七月初八日收拾行李从京出发前往四川的旅行日记。
下面，是这段时间的手书日记的前后对比。

左: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廿一日 右: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八日

首先，可以明显看出，前后的字体又出现了新的改

变。曾国藩的字体重新从端正的楷体字变为行书。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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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由于在旅途之中的特殊条件所致。但事实是，从

此之后，曾国藩手书日记的字体再也没有变回楷书了，而

是一直保持着行书字体。七月份的日记从初八延续到了

廿日，随后存留下来的便是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廿一日后

的日记，记载了曾国藩从四川返京的旅途。
不过，虽然在日记中没有存留，但是通过《年谱》和诗

句的记载，还是可以得知一件重大的事情，即曾国藩在由北

京前往四川的途中，曾经大病一场，几乎丧命。在《年谱》

中记载有: 公出都行至保定府，病暑不能食，扶病而行。

而在《西征一首呈李石梧前辈》(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

初三) 中，有诗句回忆入川时候的重病:

一病罹百艰，烦煎竟日夜。……疟疫难指名，热

寒互嬗谢。

可以推测，旅途中的这一次大病，很可能便是自道光

二十二年十二月以来积累的各种身心压力的总爆发。而

在九月自四川返京的途中，曾国藩则与来程相反，不仅饱

览沿途景色，同时还写作了不少诗，整个日记体现出来的

都是一种欣欣鼓舞的情绪。在这种状态下，他于十一月

二十日抵达北京。
随后，日记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一开始。虽然是回

到了北京，不再有旅途的匆忙，但曾国藩的日记却再也没有

回复到楷体字。更重要的是，在日记的具体内容中也不再

出现此前的反省与自责。例如正月初二日的日记是:

早起，读书廿叶。饭后习字一百。至岱云家问

病。归，会客一次。未初起，写信稿十余件，戌正止。

记《茶叶( 余) 偶谈》一则。

在这则日记之中，只是简单而客观地记录了这一日

所经过的事情，没有了此前修身日课中的各种自我反省

与指责，也没有对自己的各种细微心态的挖掘。同样，也

未见到将日记交给倭仁或其他师友进行评论的痕迹。在

这一点上，似乎可以说曾国藩已经不再进行此前那种不

断反省与自责的修身日课了。
自然，日记中的记载，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展现曾国藩

生活与心态的改变，但是无论从字体，还是从日记的内容

来看，可以说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开始的“修身日

课”阶段，真正只持续到道光二十三年年末，即自四川返回

北京之时为止。而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开始，可以说他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他更加重视的是具体

行为与实践的改善，而不是对于自己“内心”的苛责。

那么，这个巨大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在此，我们只能

进行一点小的推测。在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之前，虽然曾

国藩由于内心的压力而身心俱病，然而稍微休息一段之

后，却又重新开始施行修身日课。可见此段时间的小病

对他并没有造成大的改变。然而，到了六月份，挚友陈源

衮的重病，应该对曾国藩产生了较大冲击。陈是与他一

同修习日课的挚友。他的患病，很可能与曾国藩类似，都

是由于长期的身心压力所致，而这无疑也是一个警醒。

同时，在曾国藩前往四川途中，他自身也重病近死。可以

推测，朋友的重病，以及自己的重病，都构成了这一时期

曾国藩身心状态转变的重要契机。
那么，曾国藩身心转变之后的状态，到底如何呢? 对

于这一点的探讨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从现有材

料来看，道光二十四年之后的曾国藩并非没有修身日课，

只是其修身不再专从“心”出发，而是从行动与实践出发。

诗文中所见的曾国藩心态史

我们还要看到，日记只是曾国藩之心态的一部分。

特别是修身日课，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自我谴责、自我

激励以及自我展现，其实并不能借以完整地理解曾国藩

本人在那一段时期的心态变化。而通过曾国藩诗文( 特

别是诗) 中的一些线索，我们能够填补上一些日记中所缺

少的心态变化过程。

例如，曾国藩写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的“杂事九首”，

其第七首中有:“勿劳我之思，今我足盗梁。所忧非所职，

所乐殊未央。日暮登高邱，四顾何茫茫!”此乃曾国藩自

述，大意说自己现在在京城有职位，生活不需要担心。但

过得并不开心，每日所处理的事情并不是自己真正关心

之所在，最后感叹不知道方向在何处。

这一首诗所反映的，正是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在北

京任检讨时候的真实心态，虽然有了较稳定的生活，而且

每日里也与众多朋友来往，事务繁多，但是却一直没有找

到自己努力的方向。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他才逐

渐地接受唐鉴等人理学的影响。与此类似的还有道光二

十一至二十二年间所写的《题毛西垣诗集后即送之归巴

陵五首》中的第五首。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正是曾国藩开始修身日

课的时期。这一日，他写了《三十二初度次日书怀》:

男儿三十殊非少，今我过之讵足欢!

龌蹉挈瓶嗟器小，酣歌鼓缶已春阑。

眼中云物知何兆，镜里心情只独看。

饱食甘眠无用处，多惭名字侣鹓鸾。

这首诗非常明显地带有自省自责的含义。“龌蹉挈

瓶嗟器小”一句是自责自己的才德之器量狭小，“酣歌鼓

缶已春阑”是感叹自己虚度光阴以至于年过三十了(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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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 。“饱食甘眠无用处，多惭名字侣鹓鸾”一句，则是指

自己的生活“饱食甘眠”，配不上自己“涤生”以及“国藩”

这样的好名字。而“镜中心情只独看”，更是具有心学自

省的意味。与此类似的还有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

四、二十五两日曾国藩所写的《得郭筠仙书并诗却寄六

律》中的第二首。

到了道光二十三年的春季，曾国藩陷入了一种身心

俱病的状态，而诗中也出现了偏激之语。例如道光二十

三年春季所写的《感春六首》中的第三首，

男儿读书良不恶，乃用文章自束缚。何吴朱邵

不知羞，排日肝肾困锤凿。

河西别驾酸到骨，昨日立谈三距跃。老汤语言

更支离，万兀千摇仍述作。

丈夫求志动渭莘，虫鱼篆刻安足尘! 贾马杜韩

无一用，岂况吾辈轻薄人?

其中，何( 子贞) 、吴( 南屏) 、朱( 伯韩) 、邵( 蕙西) 、河
西别驾( 劳崇光) 、老汤( 海秋) 都是曾国藩日常交往密切

的朋友。而曾国藩不仅在诗中指责他们无益于世，甚至

连贾( 贾谊) 马( 司马相如) 杜( 杜甫) 韩( 韩愈) 都被斥为

无用，而对于自己则“吾辈轻薄人”，更是斥责为一无是

处。与此相对，诗中指出丈夫之志向是要“动渭莘”，即经

世之志。在这首诗中，充满了不屑于琐碎的文学，而是渴

望经世的热切愿望。在该诗中虽然没有特意谈及修身之

学，但从中流露的愤懑之情，应该亦是与由于不断向内反

省而带来的压抑心情密切相关。

不过，到了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八日，曾国藩在由四

川回京途中，路过陕西柴关，写下了《柴关岭雪》一诗。

我行度差关，山光惊我马。
密雪方未阑，飞花浩如泻。

万岭堆水银，乾坤一大冶。

走兽交横奔，冻禽窜荒野。

挥手舞岩岭，吾生此潇洒。
忽忆少年时，牵狗纵猎者。

射虎层冰中，穷追绝壁下。

几岁驰虚名，业多用逾寡。

久逸筋力颓，回头泪盈把。

其中，虽然最后是“久逸筋力颓，回头泪盈把”，有对

于自身的感伤，但是看诗中的意境，如“密雪方未阑，飞花

浩如泻。万岭堆水银，乾坤一大冶”，特别是“挥手舞岩

岭，吾生此潇洒”一句，可以体会出曾国藩此时的心态已

经确实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极度自省自责的心态不

同了，更多了一份自在与潇洒。

由以上曾国藩不同时期的诗句，更可以深切地体会

到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的心态变化，是

一个由极度苦闷，到努力修身，到身心俱病，再重至一个

自在的新境界之过程。对此的理解，正可与日记中记载

的情形相互印证补充。

代结论: 曾国藩修身日课的思想史位置

总结以上的讨论，可以清楚以下几点事实。首先，曾

国藩并不是一开始接触理学便完全被其吸引，立刻投身

于理学的修养之中。只是由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

的冲击与困惑( 例如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反思) ，使得他

渐渐倾向于全面接受理学，并于道光二十二年正式开始

学习倭仁的修身日课。

其次，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开始修身日课之后，曾国

藩确实是全身心地投入修身之中，每日都严格检查自己

的一言一行、一心一念，用楷书在日课册中严厉反省和自

责，并且将日课册交与师友们批评。同时，在日课册之中，

他完全信奉唐鉴与倭仁等教导的“玩物丧志”之说，努力

限制和禁绝自身对于诗文和围棋等的爱好。但是，这样

一种极端地自责与反省，似乎给曾国藩的心理和身体都

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坚持了两个月之后，曾国藩的心理

与身体开始出现不适。但是，他将这些不适进一步看作

是自身反省和自责的对象，结果致使情况愈加严重。

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二月之后，曾国藩采取了某种缓

和的方式，允许自身通过阅读杜诗、小说等方式进行休

养，同时也降低了自责的压力。但随后，他又尝试重新开

始此前严格的修身日课。不过，由于三月至六月之间连

续的大考、拜谢、朋友重病、准备出京等事件，曾国藩暂时

没能像此前那样每日极端地反省和自责。但压力依旧存

在，同时身体也未完全恢复。七月，在由北京前往四川的

旅途中，曾国藩终于大病一场，近乎丧命，病愈之后才前

往四川完成主考的任务。在返京的旅途中，曾国藩的心

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自在而畅快。
最后，在道光二十四年之后的日记中，曾国藩无论在

字体还是在内容上，都改变了此前修身日课的形式。字

体变为行书而不是楷书，同时内容也不再有此前极端的

自我反省和自责。此后的数年时间，才是曾国藩在学识

与能力上真正飞速进步的时期。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先行研究中普遍将曾国藩在道

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修身日课完全看成是其理学修

行，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更准确地说，这一阶段仅仅是

曾国藩理学修行中的第一个阶段而已，甚至可以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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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曾国藩所超越了的一个阶段。同时更应该看到，曾国

藩这一阶段的修身日课，远不仅是一个偶然事件，更应该

看作是中国儒学中的修身传统在明末清初之后的一次新

的危机与发展。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曾国藩的修身日课呢?

在本文的最后，想做一点扩展讨论。我们知道曾国藩是

从唐鉴与倭仁处学来的修身日课之法。那么，唐鉴与倭

仁的日课册是怎么样的呢? 幸好，现在存留下来有唐鉴

的《四砭斋省身日课》⑨，倭仁的《日记》( 倭文端公遗书

本) 。⑩

若细读唐鉴的日课册，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这是一种自我激励，或者说是一种对自我行为的要

求，例如“名让人先，利让人先，道德不可让人先”等语; 其

次，在唐鉴现存的日记中，看不到一种互相阅读，互相评

论的习惯。因此可以认为这并非一种暴露自身内心的日

记，也不需要对内心进行互相批评; 最后，日记更重在阐

发事情之“理”，而非对“心”的追究，如“天下无理外之事，

明乎理自于事无不当”。瑏瑡

而从倭仁的日课册来看，则可见与唐鉴日记不同的

特征。首先，这更带有一种自我否认、自责的意思在。例

如“一晨似无大过，骨子里少一段至诚极切真精神，仍算

空过”，便特意要从似乎没有错误的行动中挖掘出自己内

心的隐恶。其次，有一种互相看，互相评的习惯。例如，其

中的“此王姚江语”以及“何子永曰”，都是阅读日记的人

所做的批语。第三，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导向了“私心”，

如“一涉私心，便不直截”“何子永曰，此诚意功夫，穷理自

在前。然不可于此时转诿知之不精，以隐遂其私心之牵

制也。”瑏瑢

对比唐鉴与倭仁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似乎隐

含着朱子学偏重“理”与阳明心学偏重“心”的不同倾向。
回观曾国藩的修身日课，可以明显看出他从倭仁那里学

到很多，如自我苛责、相互评论以及从内心层面去发掘自

己的隐恶等。而扩展一点看便会发现，在倭仁指导下的

曾国藩日课，非常接近于王汎森曾分析过的明末清初的

人谱与反省会。瑏瑣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倭仁在受到唐鉴影响之前，

恰恰正是阳明学的簇拥者。瑏瑤他从阳明学进而学习朱子

学，开始重视日常的实践，恰恰与明末清初的思想进路非

常类似，即一方面对日常行为的所有方面展开反省，但又

不单单停留在事件与行为的层面，更要追问“心”。因此，

最终所有对行为的反省都指向对于自身“心”的指责。而

这一点在曾国藩这一段的经历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也即

是说，曾国藩的修身日课，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经

历，更是儒家修身传统内在继承与发展的一个典型表现。
或者说，明末清初的修身方式，在晚清又重新出现，并极

大地影响了曾国藩及其周围的人群。不过，更重要的是，

在曾国藩这里，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内心的反省自责

阶段，而是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苦闷与压力之后，最终超越

了这一状态。与清初之后知识分子从修身问题转向考据

学的方向不同，曾国藩更像是直面了这一困境并且最终

突围而出。这一段经历，毫无疑问影响到了他之后的“礼

学经世”等观点的提出。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的“礼学经

世”之说，更应该看作是儒家学术传统在这一阶段的新发

展，即“修身”与“经世”的一个新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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